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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包括 6 个维度，分别是: 组织匹配、组织关系网络、组织损
失、社区关系网络、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损失。二阶因素分析表明工作嵌入由组织嵌入和社
区嵌入两个层面构成。经过检验，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进一步研究表明，组织嵌入
和社区嵌入均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
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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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Rural Worker’s Job Embeddednes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 Embedd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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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job embeddedn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rural
worker includes six factors: fit for organiz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acrifi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ommunity， living condition in community，

community sacrifice． Second-order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job embeddedness includes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community embeddedness．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both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community embeddednes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tention to
leave jobs and return hom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nd intention to leave jobs and return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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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中国 的 农 民 工 群 体 已 不 再 是 一 个 高 度 同 质 的 群 体， 而 逐 渐 分 化 为 两 代 不 同 的 群

体———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研究领域，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 多 以 年 龄 作 为 界 限，

具体指出生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1 ～ 2］。有研究指出，“80 后”和 “90 后”
农民工群体人数已经过亿，占农民工总数的六成以上，并且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因为年龄逐渐退

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 “90 后”农民工陆续加入，其规模及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另外，在农民

工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根据 《2010 年广东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广东省 80、90
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 1978 万人，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 75% ，其中 92% 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布在

珠三角地区［3］。
米契尔 ( Mitchell) 最早提出了工作嵌入 ( job embeddedness) 概念，指出个体会受到来自组织和

社区的各种因素牵制，使其 “嵌入”到工作中，从而降低主动离职水平［4］。在研究领域，引起离职

的组织因素受到了重视，社区因素则常常被忽略。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程

度高，吃苦耐劳精神较弱，对农业劳动不熟悉，外出工作主要是为了改变生活环境，留在和融入城市

的意愿强。应该说，由于天然形成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关系和心理

网络中往往具有较高的嵌入程度，再加上“重土难迁”、“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等传统观念影

响，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异乡长久地工作和生活，是因为在打工城市形成并嵌入了新的关系网络、心理

网络和经济网络，如果放弃这些网络而回乡工作或务农，将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损失和社会网络的淡

化，会带来利益和情感上的损失。反观现实，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处在 “既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了

农村”的尴尬位置，他们与乡村社会和文化日渐疏离，传统性正逐渐褪去，与此同时，城市社会及

企业组织对他们低经济性接纳、高社会性排斥，使他们面临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导致其组织和

社区的嵌入程度较低，无法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从 “农民工”向 “产业技术工人”和 “市民”转

变，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嵌入问题就变得非常重

要了。本研究拟采用工作嵌入理论框架，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职的组织和社区因素，构建工作嵌

入测量量表，分析其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试图为降低新生代农民工主动离职，缓解经济发达

地区“用工荒”问题提供理论分析的工具。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工作嵌入

以往的研究侧重讨论与组织相关的行为态度变量对员工主动离职的影响，如工作满意、组

织承诺和组织认同等。随着研究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只是考虑组织因素是不够的，

非组织因素同样对主动离职产生影响。为了完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米契尔提出了工作嵌入理

论，将工作嵌入定义为多维构念，分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层面，包括组织联系、组织匹

配、组织牺牲、社区联系、社区匹配和社区牺牲 6 个维度，开发了由 40 个项目构成的工作嵌入

组合量表。这一结构及量表在后续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并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5 ～ 8］。克罗斯

利 ( Crossley) 认为 40 个项目的量表题项过多，为此他开发了 7 个项目的整体量表，用于测量

工作嵌入，尤其是组织嵌入水平［9］。在国内，黄丽、刘蓉也分别以知识员工、中高端人才为样

本对工作嵌入结构维度进行了探索［10 ～ 11］。
2．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

目前，国外的工作嵌入研究主要针对银行、零售店、医院的雇员，在我国，则多以知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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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为研究对象［12 ～ 15］。在理论研究方面，直接探讨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的研究相对

较少。秦伟平、赵田田分别以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讨论了农民身份和城市工人身份对工作嵌入

的影响［16 ～ 17］。雷定欣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作嵌入在

组织认同和离职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18］。上述研究均采用了克罗斯利 2007 年的工作嵌入量

表，就问卷项目构成而言，主要是组织嵌入项目，缺少反映社区嵌入的项目，因此，尚未对新

生代农民工社区嵌入的影响因素和后果变量等予以讨论。
除此之外，国内也有研究从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如

刘传江、周玲指出，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质量、网络密度和异质性、网络中所嵌入资源

等是影响城市融入的决定因素，目前农民工社会网络主要是血缘、亲缘和地缘形成的关系型社

会资本，而契约型社会资本尚未形成［19］。钟水映、李魁将农民工社会资 本 分 为 现 代 型 和 乡 村

型，市民化实际上就是乡村型社会资本向现代型社会资本的转化过程［20］。蔡禾、曹志刚将农民

工社会网络分为乡土社会网络和新生社会网络，前者指带入城市的乡土关系网络，后者指在城

市生活和工作建立起来的网络，选择离开会导致社会资本损失和社会网络淡化［21］。上述研究均

从加强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探讨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但是社会关系网络内涵相对

较窄，而工作嵌入概念则更为广泛，它不仅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包括个体所嵌入的心理

网络、经济网络等，因此，讨论工作嵌入比单纯讨论社会资本或关系网络要更全面和丰富。
3． 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员工主动离职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工作嵌入对员工主动离职行为和意愿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预测作用显著

程度甚至超过组织承诺、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满意度［22 ～ 23］。关于社区嵌入对离职意愿的

影响，李 ( Lee) 指出社区嵌入比组织嵌入更能预测主动离职，但是范德克 ( Van Dijk ) 、艾伦

( Allen) 等的研究认为社区嵌入与主动离职无显著关系［24 ～ 25］。上述两种研究结论截然相反，原

因在于忽略了工作嵌入与主动离职之间可能存在的某些调节变量［26］，如奥斯托夫 ( Ostroff) 和

克拉克 ( Clark) 指出，社区嵌入对主动离职的影响会因为是否需要搬离原社区而不同，在需要

搬家的情况下，社区嵌入对离职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反之则不显著［27］。本研究将采用 “回乡工

作意愿”作为结果变量，它同时包括两层含义: 即不仅离开目前的工作单位，同时离开工作所

在城市。因此，如果社区嵌入能够缓解回乡工作意愿，他们会转而选择留在城市中的其他单位

工作，这虽然会出现劳动力本地流动，但并不会加剧 “用工荒”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1: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 2: 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4． 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

目前，在农民工工资和福利方面，沿海企业与内地企业的差距正在缩小。换言之，在组织

嵌入中最重要的经济报酬上，东南沿海地区企业的优势正在减弱。将来在吸引和保留新生代农

民工方面，不同区域和城市将彼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嵌入因素

将逐渐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更高的工作生活质量，如果在城市中他们能获

得良好的生活环境、公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丰富的精神娱乐活动等，而这种良好的社区

环境，是其在家乡工作所无法具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其工作单位中暂时

未获得需求的充分满足，也可能会缓解其回乡工作意愿。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总体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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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步骤和方法

图 1 总体研究框架

( 1 ) 文献分析 和 开 放 式 问 卷 调 查。在 文 献 方

面，本 研 究 主 要 参 考 了 米 契 尔、维 加 扬 托

( Wijayanto) 、李 ( Lee) 、黄 丽 的 分 维 度 工 作 嵌 入

测量量表，以及克罗斯利、坎安宁 ( Cunningham)

等的工作嵌入总体水平测量量表［28 ～ 33］。开放式问

卷题目 是: 作 为 一 名 新 生 代 农 民 工，您 认 为 促 使

您留在现在单 位 工 作 的 组 织 因 素 和 社 区 因 素 包 括

哪些方面? 研究者共发放开放式问卷 78 份，回收

有效问卷 65 份，共收集到 340 个初始项目。根据

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调查样本均为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初

始项目进行合并和归纳，确定了 45 个项目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预试问卷。
( 2 ) 预试。预试在珠三角地区两家家庭用品的制造企业中进行，共发放调查问卷 22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9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8. 7%。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研究者最后确定

了由 32 个项目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正式调查问卷。
( 3 ) 正式问卷调研。在正式调查中，研究者采用由 32 个项目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

正式调查问卷，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密集的东莞、佛山、中山、珠海四市的多家企业进行了较

大规模的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1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2%。被试农民

工分布在建筑、制衣、制鞋、五金、物流和物业管理等行业。
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包括: ①本研究开发的工作嵌入问卷; ②回乡工作意愿问卷。回乡工作

意愿问卷借鉴了阿忆 ( Aryee) 的离职意愿问卷［34］，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修订，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离

开目前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和单位，选择回乡工作的意愿，包括 “我开始在家乡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其

他相同性质的工作”等 4 个项目。

四、研究结果

1． 探索性因素分析

从正式调查问卷中随机抽取 204 份有效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

嵌入呈现出清晰的六因素结构，总的方差解释量为 64. 482%，共由 32 个项目构成，探索性因素分析

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根据因素分析结果和项目的含义，各因素分别命名为: ①F1—组织匹配。包括对职业成长

和发展感觉良好等 7 个项目。②F2—组织关系网络。包括与同事 ( 包括上级) 经常联系，建立

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6 个项目。③F3—社区关系网络。包括虽然是外地人，但是我与很多本地

人成为朋友等 5 个项目。④F4—社区生活环境。包括我非常喜欢社区的生活氛围等 6 个项目。
⑤F5—社区损失。包括 在 外 面 工 作 和 生 活 比 家 乡 更 能 增 长 了 我 的 见 识 和 才 干 等 4 个 项 目。⑥
F6—组织损失。包括我可以获得与绩效相当的报酬等 4 个项目。

2． 二阶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简化模型，对六因素的问卷进行二阶因素分析。研究者采用常规方法，即先计算一阶因

子得分，然后再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二阶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总的方差解释量为 73. 280%。
通过二阶因素分析，六因素又分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层面，这与米契尔、李 ( Lee) 等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35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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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内容结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 n = 204)

项目

因素负荷

F1 ( 组
织匹
配)

F2 ( 组
织关系
网络)

F3 ( 社
区关系
网络)

F4 ( 社
区生活
环境)

F5 ( 社
区损
失)

F6 ( 组
织损
失)

共同度

Q1 我对职业成长和发展感觉良好 0. 786 0. 699
Q2 公司的管理方式比较人性化 0. 738 0. 623
Q3 为这家单位工作，我可以实现我的职业目标 0. 699 0. 726
Q4 我能通过工作学到很多有用的技能和知识 0. 689 0. 680
Q5 这是我很喜欢的工作 0. 634 0. 684
Q6 在单位中，我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 0. 615 0. 577
Q7 单位很照顾员工的利益 0. 577 0. 588
Q8 我与同事经常联系，建立了良好人际关系 0. 817 0. 769
Q9 单位同事非常信任我 0. 737 0. 751
Q10 单位为我提供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平台 0. 700 0. 751
Q11 我认可上级的领导风格和方式 0. 679 0. 588
Q12 单位同事 ( 包括上级) 非常尊重我 0. 636 0. 666
Q13 我可以从同事那里得到许多工作上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0. 629 0. 508
Q14 虽然是外地人，但我与许多本地人成为了朋友 0. 807 0. 680
Q15 在生活的社区里，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婚姻机会 0. 793 0. 706
Q16 在生活的城市中，我有许多亲密的朋友 0. 773 0. 712
Q17 周边有许多朋友可以提供各种有用的信息 0. 736 0. 677
Q18 遇到困难时，周围会有许多朋友来帮助我 0. 696 0. 600
Q19 我非常喜欢所在的社区的生活氛围 0. 721 0. 669
Q20 我觉得我与居住的社区非常匹配 0. 711 0. 641
Q21 我觉得现在住的地方就像家一样 0. 682 0. 644
Q22 社区能够提供我非常喜欢的休闲活动 0. 666 0. 487
Q23 我可以接受目前社区中的生活成本 0. 660 0. 599
Q24 我的居住条件是不错的 0. 634 0. 558
Q25 在外面工作和生活比家乡更能增长见识和才干 0. 761 0. 645
Q26 现在感觉老家的生活和工作已经不太适合我了 0. 730 0. 574
Q27 我享有与本地人相同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福利 0. 699 0. 573
Q28 离开现在生活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0. 618 0. 526
Q29 在单位中我能得到与绩效水平相当的回报 0. 837 0. 784
Q30 单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换另一家不一定如此 0. 783 0. 763
Q31 单位的工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 0. 701 0. 565
Q32 我在这个组织中得到的晋升机会非常多 0. 577 0. 622
方差解释量 ( % ) 12. 303 12. 140 11. 755 10. 680 9. 009 8. 595
总的方差解释量 ( % ) 64. 482

表 2 二阶因素分析结果 ( n = 204)

项目
因素负荷

F1: 组织嵌入 F2: 社区嵌入
共同度

组织匹配 0. 945 0. 945
组织关系网络 0. 945 0. 945

组织损失 0. 791 0. 673
社区损失 0. 843 0. 733

社区关系网络 0. 758 0. 619
社区生活环境 0. 662 0. 483

方差解释量 ( % ) 42. 042 31. 238
总的方差解释量 ( % ) 73. 280

3． 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正式问卷的另外 206 份数据，

对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到的新生代农

民工工作嵌入内容结构进行验证，并

与其他竞争模型比较。通过定性分

析，并根据米契尔、李 ( Lee) 等的

研究［37 ～ 38］，研究者提出了两个竞争

模型，分别是: ①M2: 二因素模型。
按组织层面和社区层面来划分，将

F1 ( 组 织 匹 配) 、F2 ( 组 织 关 系 网

络) 、F6 ( 组织损失) 合为一个因素，将 F3 ( 社区关系网络) 、F4 ( 社区匹配) 、F5 ( 社区损失) 合

为一个因素。②M3: 三因素模型。按工作嵌入的联结、匹配和损失维度来划分，将 F2 ( 组织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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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F3 ( 社区关系网络) 合为一个因素，F1 ( 组织匹配) 、F4 ( 社区匹配) 合为一个因素，F5 ( 社

区损失) 、F6 ( 组织损失) 合为一个因素。从表 3 可以看出，六因素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标、相对拟合

指标和简约拟合指标均优于其他竞争模型，是比较理想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内容结构模型。

表 3 各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 ( n = 206)
项目 χ2 df χ2 df RMSEA IFI CFI PNFI PGFI

M1: 六因素模型 860. 4 439 1. 96 0. 077 0. 855 0. 853 0. 658 0. 627
M2: 二因素模型 1100. 8 446 2. 47 0. 095 0. 775 0. 771 0. 604 0. 591
M3: 三因素模型 1133. 4 448 2. 53 0. 097 0. 764 0. 760 0. 598 0. 588

为了进一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内容结构的六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二阶探索性因素分析

的结果，研究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结果是，χ2 = 851. 2，df = 442，χ2 /df =
1. 93，RMSEA =0. 077，IFI = 0. 867，CFI = 0. 865，PNFI = 0. 676，PGFI = 0. 633，拟合情况较好。这

一层次结构模型，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的结构更为清晰，同时也较好地验证了米契尔由组织嵌

入和社区嵌入构成的工作嵌入模型。
4． 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 1) 信度分析。量表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为 Cronbach α 系数，该系数能反映出测量项目的一致

性程度和内部结构的良好程度，一般要求在 0. 70 以上。在本研究中，各因素的 α 系数最低值为

0. 772，最高值为 0. 881，总问卷的 α 系数为 0. 924，说明问卷信度较为理想。
( 2) 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回乡工作意愿来检验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各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除社区关系网络外，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的其他维度均与回乡工作意愿显

著负相关，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表 4 各研究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 ( n = 410)

项目 M SD 组织
匹配

组织
关系网络

组织
损失

社区
关系网络

社区
生活环境

社区
损失

组织匹配 22. 402 7. 096
组织关系网络 20. 719 6. 158 0. 688＊＊＊

组织损失 11. 414 3. 540 0. 377＊＊＊ 0. 344＊＊＊

社区关系网络 16. 428 4. 933 0. 257＊＊＊ 0. 397＊＊＊ 0. 327＊＊＊

社区生活环境 18. 112 5. 021 0. 356＊＊＊ 0. 352＊＊＊ 0. 524＊＊＊ 0. 446＊＊＊

社区损失 11. 870 3. 974 0. 279＊＊＊ 0. 208＊＊＊ 0. 405＊＊＊ 0. 272＊＊＊ 0. 437＊＊＊

回乡工作意愿 12. 699 3. 201 － 0. 418＊＊＊ － 0. 369＊＊＊ － 0. 345＊＊＊ － 0. 151 － 0. 370＊＊＊ － 0. 401＊＊＊

注: ＊＊＊表示 p ＜ 0. 001。

此外，用正式调研收集到的 410 份问卷数据来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具体拟合结果如图 2 所示，

假设模型的拟合指数 χ2 = 30. 580，df = 25，χ2 /df = 1. 233，RMSEA = 0. 037，IFI = 0. 988，CFI =
0. 987，PNFI = 0. 521，PGFI = 0. 439，实际数据与假设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研究表明，组织嵌入对回

乡工作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 0. 381 ( p ＜ 0. 001) ，社区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 0. 325 ( p ＜ 0. 001) ，组织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的影响略高于社区嵌入。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

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假设 1 和假设 2 都得到了支持，同时也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

关联效度。
5． 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根据巴伦 ( Baron) 和肯尼 ( Kenny) 对调节作用的论述［39］，本研究采取以下步骤探讨调节作用

是否存在。第一步，以组织嵌入为自变量，以回乡工作意愿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第二步，以组织

嵌入和调节变量为自变量，以回乡工作意愿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第三步，以组织嵌入、调节变

量、组织嵌入 × 调节变量为自变量，以回乡工作意愿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社区嵌入在新生代农民

工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表 5 可以看出，层次 3 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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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假设模型拟合结果 ( n = 410)

总体检验的 F 值 = 24. 082，在 p ＜ 0. 001 的水平上显著，组织嵌入 × 调节变量对回乡工作意愿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 β 为 0. 005，T = 3. 660 ( p ＜ 0. 001) ，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

作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表 5 社区嵌入作为一个整体构念的调节作用 ( n = 410)
项目 B 值 T 值 R2 调整后的 R2 ΔR2 F 值 ΔF

第一步 0. 233 0. 228 48. 776＊＊＊

组织嵌入 － 0. 116 － 6. 984＊＊＊

第二步 0. 254 0. 245 0. 021 27. 308＊＊＊ － 21. 468＊＊＊

组织嵌入 － 0. 094 － 4. 892＊＊＊

社区嵌入 － 0. 054 － 2. 171*

第三步 0. 312 0. 299 0. 058 24. 082＊＊＊ － 3. 226＊＊＊

组织嵌入 － 0. 304 － 5. 041＊＊＊

社区嵌入 － 0. 319 － 4. 184＊＊＊

组织嵌入 × 社区嵌入 0. 005 3. 660＊＊＊

注: ＊＊＊表示 p ＜ 0. 001; ＊＊表示 p ＜ 0. 01; *表示 p ＜ 0. 05。因变量: 回乡工作意愿。

图 3 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
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者将自变量 ( 组织嵌入) 、调节变量 ( 社区

嵌入) 分为高水平 ( 高于平均值 1 倍标准偏差) 、低

水平 ( 低于平均值 1 半标准偏差) 两种来绘制对应的

折线图，结果如图 3 所示。在高社区嵌入情况下，新

生代农 民 工 组 织 嵌 入 与 回 乡 工 作 意 愿 显 著 负 相 关

( β = － 0. 151，t = － 3. 469，p ＜ 0. 01 ) ，折线比较陡

峭。在低社区嵌入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嵌入与

回乡工作意愿显著负相关 ( β = － 0. 070，t = － 2. 147，

p ＜ 0. 05) ，折线比较平缓。研究表明，在高社区嵌入

情况下，组织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的影响较大。在低社区嵌入情况下，组织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的影

响较小。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3 得到支持。

五、讨论

通过文献分析、访谈和问卷调研，本研究开发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的测量量表，由组织匹

配、组织关系网络、社区关系网络、社区生活氛围、社区损失、组织损失等 6 个维度构成。二阶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6 个维度又分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方面，本研究建构并验证了新生代农民工工

作嵌入的结构维度。
该内容结构与以往研究存在一定差异，从研究结论来看: ①量表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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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组织嵌入项目表明，在组织中基本权益的保障仍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嵌入的主要因素，如

收入、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管理方式等。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越来越重视在组织中的个人发

展，如符合自身兴趣的工作、良好的人际关系、技能学习和提升、匹配的企业文化等。在社区嵌入层

面，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现实问题，如制度化的社会福利、社会网络异

质化、社会关系网络数量和质量、社区内的婚姻机会、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良好的居住环境等。②
量表也能反映农民工之间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打工动机主要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而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通过工作寻求经济网络的嵌入，同时追求心理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希望获得真正

意义的市民化，其外出工作动机逐渐从经济型转变为发展型，从生存型转变为生活型，对尊严、公

平、生活意义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显著。③该内容结构具有一定的拓展性。由于城乡、沿海和内地发展

的不均衡，在我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群体，这其中既有就业层次较高的白领员工、大学

毕业生员工和高技能工人，也有就业层次较低的农民工群体。远离家乡、在异地工作和生活，是这个

群体共同的特征，其工作嵌入与本地员工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量表对后续针对城市新移民员工的研

究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进一步研究表明，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工作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同时研究显示，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具有显著

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果表明，社区嵌入与组织嵌入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保

留效果不仅受组织内部管理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组织外部的社区环境，并且社区嵌入在保留新生代

农民工方面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成本因素影响，沿海地区企业提高工资水平的空间比较有

限，试图大幅增长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性嵌入程度的困难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沿海企业应该

通过业务调整、技术和管理创新以增强竞争优势，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待遇创造物质基础，同

时应着力于改善管理理念和制度，构建人本、尊重、关爱的企业文化，为其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发

展机会。在社区层面，政府部门则应致力于供给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如农民工的

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权益保护制度、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社区管理制度等，将

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产业工人，促进其由农

民转变为市民，才能真正解决其社区嵌入程度低的问题。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也应注重自身的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积累，提高自身素质，从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融入城市社会。
总的来说，首先，本研究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情况，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职业群体

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工作嵌入问题，体现了该研究领域中调查样本多样化、丰富化的趋势。其次，

在以往的国内研究中，较少专门研究流动人群 ( 如农民工) 的工作嵌入问题，而较多研究高稳定性

的正规就业群体，因此，社区嵌入常被认为与主动离职之间关联性较低，故应该更多考虑组织嵌入因

素。本研究则表明，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均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这是对以往研究结论的一个补充和完善。该结论也进一步表明，本地员工和外来员工的类型

在工作嵌入 ( 尤其是社区嵌入) 与主动离职之间具有某种调节作用，两者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

强弱应该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再次，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组织融合和社区融合纳入同一个理论构

念———工作嵌入，讨论其内容结构、对回乡工作意愿的影响、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之间的调节作用，

是一种比较新的研究视角，对企业、社区、政府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制

定或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管理政策，降低其回乡工作意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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